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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世纪史·

彼特拉克“贫穷观”的发展: 基于方济各思想的解读
＊

钟 碧 莉

内容提要 “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的案例反映了“贫穷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

的发展与影响。作为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之一，彼特拉克的思想层次非常复杂。一般学者认

为，他的思想糅合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古典主义，其中，西塞罗、维吉尔、塞内卡和奥古斯

丁等人对他的影响已经毋庸置疑，学界也多有论著。除此之外，圣方济各的神学思想对彼

特拉克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方济各修会“贫穷至上”的准则在彼特拉克“贫穷观”的形成过

程中更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学界对此仍探讨较少。分析彼特拉克的“贫穷观”
有助于厘清 12—15 世纪间“贫穷”定义的演变、“贫穷运动”的发展和托钵僧团体的影响，

并呈现方济各的“贫穷观”在文艺复兴初期给人文主义者们所带来的启发和一系列挑战。
关键词 文艺复兴 彼特拉克 托钵僧团体 贫穷观 方济各神学

引 言

彼特拉克在 1343 年①给挚友苏格拉底②写信时描述了一个奇怪而不安的梦。梦中的两人在彼

特拉克位于沃克鲁兹的小屋附近意外发现了一堆金币，他们怀着不安和惊喜的心情偷偷地把金币往

家里运。后来，当地的领主却认为这些财富应属于他们。两方为了金币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需要

通过决斗来解决。这场恶梦让彼特拉克心有余悸，他叹息道: “我坚信，财富给有野心的凡人们带来

的更多是危害，而非好处。”( Fam． VII，3) 对财富的摒弃并不是彼特拉克一时的“沽名钓誉”，他给密友

的这封信真切地表现了内心对财富的想法。实际上，彼特拉克本人正是清贫生活的积极提倡者。
但如何理解彼特拉克对“贫穷”的推崇? 影响他的“贫穷观”形成的思想又有哪些? 彼特拉克对

清贫生活的追求在其生活不同阶段有着怎样的改变?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加以剖析，并提出方济各思

想是解读彼特拉克“贫穷观”的一条线索。首先，我们要厘清方济各“贫困至上”的理念在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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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对文化、宗教领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方济各神学与彼特拉克之间的关系，这

样，我们才能看到方济各式的“贫穷观”对他的具体影响和影响程度。一方面，从方济各思想的角度

来分析彼特拉克的“贫穷观”可以厘清“贫穷”在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经济和文化意义;

另一方面，彼特拉克对待贫穷的矛盾态度恰好呈现出人文主义者对“贫穷”看法的演变过程，其背后

的原因正是新兴的市民生活和商品经济。

一、“贫穷运动”和托钵僧团体的兴起

“贫穷”意味着什么? 莫拉 ( Michel Mollat) 在他的经典研究《中世纪的穷人》( Les pauvres au
Moyen Age) 中首先将“穷人”描述为“活在强者阴影下的弱者”( les faibles à l＇ombre des puissants) ，①

他们缺乏武器、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并且不得不依赖于他人;“贫穷”更多是一种关于社会地位的描

述: 个人自主、自由方面的“穷”。② 因此，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欧洲，“贫穷”并不仅仅停留在我们

现代人所说的经济层面的贫乏。反而，假如要定义这个时期的贫穷，宗教才是关键。随着罗马帝国

的基督教化，“贫穷”意味着奉献: 穷人是基督教教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经济能力的人通过慈善活

动将自己的财产分享给穷人，以获得进入天堂的资格。这屡屡体现在圣经对贫穷、穷人的友善态度

上，例如《新约》中耶稣曾说道:“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马太福音》19: 24 ) 但基

督教对财富的消极态度并未使得“自愿贫穷”得到推广。直到 13 世纪，“自愿贫穷”才在方济各修会

的推动下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推崇和响应。

抛开基督教的语境而言，贫穷的确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在欧洲前现代( pre-modern) 时期，贫穷

时常和偷盗、道德低下联系起来:“西欧地区在进入 12 世纪之后遭遇了粮食供应不足等所带来的社

会危机。由于人口激增、气候恶劣以及自然灾害，欧洲各地都发生了间歇性饥荒，引发了广泛的贫困

现象和社会动荡。由修道院主导的救济穷人的传统已经无法满足灾荒引发的对食物的基本需求。

穷人因缺乏生活必需品而偷盗的行为屡见不鲜。”③即便到了但丁时代，赤贫仍被看作一种对道德和

社会的威胁，甚至比死亡更糟。这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各种诗歌中，堕入贫

穷的群体被称为“令人羞耻的穷人们”( poveri vergognosi) : 他们不仅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且还经常

偷盗、抢劫，危害着社会秩序。④

11—12 世纪开始，货币经济和城镇商业的兴起对中世纪封建领主制下的经济体系不断产生冲

击，这使得“穷”的定义渐渐发生变化。保罗·马兰尼马指出，“在 10—14 世纪期间，意大利的经济体

系和劳动力发生了重要变化: 封建领主的力量变弱，农民对领主的依附渐渐变小直至完全消失。”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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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开始涌入城镇，13 世纪的意大利城市见证了各种纺织业( 羊毛、棉花和丝绸) 和银行业的兴

盛发展。① 尤其是 1350 年以后，意大利的城市发展变得更为成熟，也形成了独立的区域政治: 例如佛

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② 这些著名的城市有着雄厚的资本: 例如，金思密提出，1427 年佛

罗伦萨共和国的总资产达 1740 万佛罗伦萨币。③ 人口方面，意大利从 10 世纪开始增长，在 14 世纪

达到顶峰，直至 1348 年黑死病的暴发阻止了人口的持续增长。马兰尼马的研究数据指出，意大利人

口密度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可谓非常高: 欧洲( 不包括俄罗斯) 平均人口密度为 9 人 /平方千米，而意大

利则高达 41. 5 人 /平方千米。④ 然而，意大利此时的农业人口却越来越低，加上新兴的技术暂时无法

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城市中密集居住的人群很容易会因为气候、政局变化而堕入贫穷、挨饿的处境。

在城市化、商业和手工业、资本和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复杂织网中，“贫穷”开始意味着经济上的缺乏:

即金钱和财富方面的“穷”。“贫穷”被认为是由于投机者的“贪婪”而造成的经济上的困境，投机商

人和穷人间的矛盾也日渐加剧，这滋养了社会民众对“贪婪”和“积攒财富”的仇恨。

此时，教会发现自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 拥有富足财富的教会和修道院该如何面对这些

因城市发展而陷入贫困的信众? 尤其是新教对天主教会的济贫方式提出了致命的质疑: 富人无法通

过施舍来保证自己灵魂得以救赎。马丁路德攻击教会的“赎罪券”也是基于此。要知道，虽然圣经一

直倡导贫穷生活，但“贫穷”的意义更多是指精神上的修行: ⑤即通过对“神的作品”———《圣经》———

的研读而进行精神上的“净化”，以远离贪欲，不欲求财富和金钱。在实际生活中，教皇和各个修道院

的院长远非过着赤贫的生活。修道院由于赞助和民众募捐而非常富足; 甚至，教皇的生活还非常奢

华、腐化。和天主教会相比，托钵僧团体尤其是方济各修会最为革命性的一面在于，他们强调的是对

“真实”( real) 财产的放弃。⑥ 当时的教会被指控犯下“虚伪”和“贪婪”之罪———言行并不一致: 对民

众布道着清贫的美德，自己却过着奢华的生活。在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刺激下，“财富”和财富的积累

变得和基督教的“贪婪”之罪联系起来。

教会在民众中产生的信用危机使得“自愿贫穷”开始获得肯定和推崇。“贫穷”不再单纯地是被

鄙视和希望避免的状况，而成为了一种自愿的，对圣经中“使徒生活”的实践。⑦ 当贫穷成为一种精

神灵修方式时，它不仅不是需要避免的问题，反倒是洁净人类灵魂罪孽的方法。我们必须看到，“贫

穷”在道德层面的对立面是“贪婪”之罪，在经济和法律层面则与“财产”的追求和积累相对立:

道德层面: 贫穷———贪欲

经济层面: 贫穷———积财

因此，精神上降低欲求，实际行动上自愿、自发地放弃财产一方面为解决贫穷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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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贫穷观”的发展: 基于方济各思想的解读

口，另一方面也为精神修行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方式。个人通过“自愿贫困”( 放弃并捐赠自己拥有

的财产) 可以帮助身陷赤贫状态的人群，也履行了基督教徒的“善工”( good work) 。这就是 11—12
世纪的“贫穷运动”( Poverty Movement) 兴起的社会和宗教动机: 自愿贫穷被看作恢复社会平衡、缩小

贫富差距的手段，更被视为“效仿基督”( imitatione di Cristo) ①的重要方式。当时的“贫穷运动”并没

有明确的发起人或者团体，仅是一批松散的来自各个阶层的贵族、平信徒、在俗教士( secular clergy)

或修会成员自发地实践基督和其门徒的“使徒生活”。“贫穷运动”大部分人都来自底层阶级，因此

他们被称为“乡下人”、“愚者”或“文盲”( rustici，idiotae，illitterati) ，这点彼特拉克也在自己的作品中

强调过:

他( 耶稣) 本可以在学者、掌握权力的王子和国王、演说家和哲学家之中，而不是在贫穷、目
不识丁的人和渔民之中选择他的接班人和传送他圣名之人。他这样做仅仅因为他就是神，他厌

恶自大而喜欢谦卑。( Fam． VII，2)

然而，这些曾以“令人羞耻”的面貌出现的穷人们俨然已经成为使徒生活的最佳实践者。
13 世纪托钵僧团体的兴起，除了 11—12 世纪的“贫穷运动”，意大利城市化也是其推动力量。

随着领土经济的瓦解，意大利人口呈现出从“土地到城镇”的移民大潮。农业人口的减少却加重了地

区的贫穷，使得“贫穷成为城市现象”。② 菲利普·嘉威特指出，方济各修会的“自愿贫穷”是因为他们

认定“在修道院中才能获得的精神修行在俗世男女的世界中也能达到”。③ 这是因为天主教对平信

徒的评价很低，认为他们在俗世生活中往往为贪婪和利润所诱惑，从而阻碍了救赎。在方济各修会

之前，天主教的僧侣其实也有自愿实践贫穷者，但这些苦行僧往往离开城市而去到沙漠等荒无人烟

之地。方济各和他的修会却坚持扎根在城市当中，通过对居民行乞来维持基本需求; 而且他们也相

信平信徒能够通过追随贫穷生活而获得灵魂的救赎。因此，方济各思想的精神内涵是“城市”的。
相比于当时教廷认可的两个团体———在俗教士( 主要包括牧师、教区神父等) 和修道院僧侣———

托钵僧团体是非常特殊的。当时布道的权力仅限于神职人员，而且修道院僧侣的生活几乎是“固定”
而封闭的: 他们有固定的居所，也拥有财产。然而托钵僧团体却以行乞的方式为生，并通过各方游走

的方式来进行布道。因此，有学者指出，方济各修会的历史本质上就是“空间”的历史: ④创始人圣方

济各( Francesco D＇Assisi) 在其遗嘱中要求修会的兄弟们以朝圣者和异乡人身份活在尘世。⑤ 他们必

须不断地“在路上”，这使得他们不可能拥有任何固定的财产和不动产。方济各修会作为 13 世纪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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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托钵僧首要团体之一，①其会规就是对贫穷的提倡和推崇，甚至到了极端的程度。当时的教廷正

陷入奢华腐败的危机之中，方济各修会所提倡的“贫穷至上”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并帮助教廷

“从世俗物质和腐化的重压解放出来，它们污染了教会纯洁的开端”。②

13 世纪下半叶，被教会认可的方济各修会使得“贫穷”成为有德生活的必要条件，修会的地位愈

加巩固，并迅速取代了曾主导中世纪的“骑士文化”，其影响力遍布了各类群体。③ 到了 14 世纪，方

济各修会中更为激进的“严修派”( gli spirituali) 更是提出要彻底放弃所有享有财产的可能性。例如，

他们反对成员有固定的居住场所，即便这个场所( 往往是修道院) 的产权属于天主教会。世人对“贫

穷”态度的剧烈转变在但丁身上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展示。他的一生恰好处于剧烈变化的 13—14 世

纪( 1265—1321) ，他本身也是彼特拉克的前辈兼其父的朋友。④ 在《宴席》( Convivio) 第一卷第三节

中，但丁依然把“流放”和“贫穷”都看作他所受到的“不公”惩罚:“我像一个外乡人那样流浪，几乎就

像一个乞丐……在他们看来，我的人格是低下( invilio) 的，我的每一部作品———无论是那些完成的还

是快要写完的———都被降级( minor pregio) 了。”⑤然而当但丁被流放( 1302) 后，贫穷却从“羞耻”状态

转化为“荣誉”⑥: 在《天国篇》第十一歌中，但丁甚至把圣方济各和圣彼得放在同一位置，而方济各的

新娘“贫穷”则是“人们不认识的财富”( ignota richezza) 。⑦ 他加入了“方济各”的阵容，发出了对“贫

穷”的赞叹，笃定了追随贫穷生活的精神价值。

然而，汉斯·巴伦指出，方济各“自愿贫穷”的倡导却慢慢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中失去

了威望。14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群体的职业往往是教师或秘书，他们必须辗转于各个赞助人或王室之

间，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然而到了 15 世纪，人文主义者们开始在共和国政府中供职; 佛罗伦萨

城市的雄厚财力尤其为在共和国中担任职务的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丰裕的生活。这让他们不再像彼

特拉克或薄伽丘那样如此狂热地追随方济各的思想。⑧ 16 世纪往后，“贫穷”原本的宗教意义更是进

一步被剥离，而经济意义渐渐变成定义“贫穷”的核心。

但丁对方济各神学及其“贫穷至上”的追随在《神曲》的文本中找到了证据，然而彼特拉克和方

济各之间的关系相比较之下就模糊得多。因此，我们首先要确定方济各对彼特拉克思想的形成和塑

造是否有影响，有着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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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13 世纪为托钵僧团体兴起的时代，它主要以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为首。两大修会都坚持“自愿贫困”，一切生活来源

依靠行乞为生。参见 Jan G． J． Van Den Eijnden，Poverty on the Way to God，pp. 7 － 14．
Alessandro Vettori，Poet of Divine Love，Franciscan Mystical Poetry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4，p． xiii．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Speculum，Vol． XIII，1938，p. 4．
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被誉为“文艺复兴”的三顶桂冠( tre corone) ，而但丁最为年长，他是彼特拉克父亲的朋友，彼特拉克

自幼年便认识这位前辈。而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则是好友，彼特拉克在 1350 年左右结识了尚是青年学者的薄伽丘，两人迅速

建立了友谊，并频繁通信。薄伽丘本人是但丁的忠实推崇者，也为但丁写传记，然而彼特拉克对这位前辈的态度却非常暧

昧，甚至宣称没有读过当时已被奉为经典的《神曲》。为此，薄伽丘还专门写信询问彼特拉克是否嫉妒但丁的天才，彼特拉

克否认，但在回信中始终一字不提但丁的名字，只称他为“那个人”( quell＇ uomo) 。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使得学者们一

直通过但丁的神学、文学思想来探究彼特拉克自身思想，并将两者在文艺复兴初期这个大语境下进行比较。
Dante Alighieri，Convivio，I，3． 译自 https: / /digitaldante． columbia． edu / text / library /convivio － italian /#anchor2，2020 年 3 月 1
日。下文对《宴席》的引用将随文标注书卷号和章节号。
N． Ｒ． Havely，Dante and the Franciscans，Ch. 1，“From shame to honour: Tuscan and Franciscan Poverty”，pp. 24 － 67．
但丁著，田德望译:《神曲·天国篇》，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6—87 页。所引诗句出自《天国篇》第十一歌第 82 行，

第 118—120 行。下面将随文标注诗歌的卷数和行数，不再另注。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Speculum，Vol. 13，No. 1，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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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方济各思想来解读彼特拉克的可能性

虽然彼特拉克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但 21 世纪的彼特拉克研究早已放弃了对其人文主义方

面的一味强调。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彼特拉克。很多重要学者如德林( Ｒobert Durling) 、
阿斯科利( Albert Ascoli) 、桑塔格塔( Marco Santagata) 和李( Alexander Lee) 都指出了彼特拉克身上的

中世纪精神，尤其是中世纪教父如圣奥古斯丁、圣哲罗姆对彼特拉克的影响，然而他们并没有看到 13
世纪兴起的方济各精神对彼特拉克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关于圣奥古斯丁、塞内卡、西塞罗和维吉

尔对彼特拉克的影响已经毋庸置疑: 彼特拉克在写作过程中，确凿而频繁地提到这些名字，并引用他

们的作品。但圣方济各的神学思想对彼特拉克有着怎样的影响，似乎还未有定论。他并没有像引用

上述名字那样频繁地引用方济各或者他的作品。然而，彼特拉克行文的精神、他幼时到青年的成长

环境和他的交友圈，都表明了他和方济各修会间深厚的渊源。
( 一) 彼特拉克的交友圈和方济各修会

汉斯·巴伦指出，但丁和“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在很多方面都与方济各精神有契合之

处，①他将彼特拉克定义为方济各式“自愿贫穷”的追随者: “他( 彼特拉克) 成为后辈们所敬仰的、贫
穷的坚定拥护者。”②马佐塔 ( Giuseppe Mazzotta ) 则认为，彼特拉克的对话体拉丁文作品《秘密》
( Secretum) 中的角色名字弗兰切斯科( Francesco) 暗喻着圣方济各( Francesco D＇Assisi) ，而且《秘密》
第二卷中对“贫穷”、“人生而赤裸”等主题的讨论也融合了方济各神学传统。③ 马佐塔甚至还在其中

看到了 方 济 各 会 会 长 圣 博 纳 文 图 ( Bonaventura da Bagnoregio ) 的 作 品《将 艺 术 诉 诸 神 学》( De
reductione artium ad theologiam) 的痕迹。④ 而罗凯奇( Ｒodney Lokaj) 则论证了彼特拉克《登旺度山》
( Asceso del Moute Ventoso) 一信的文本结构和思想不仅来源于奥古斯丁无花果树下的皈依，而且

还源于圣方济各在拉维纳( La Verna) 山上获得“圣痕”的奇迹事件。⑤ 而萨里( Francesco Sarri) 从

彼特拉克的本名“弗兰切斯科( Francesco) ”推测他从小在方济各精神氛围中长大: 包括他本人在

内，家族里共有四位叫 Francesco / a 的人。萨里推测这个起名传统正是彼特拉克的父辈出于对方

济各的敬爱而确立的。⑥

此外，彼特拉克身边的好友都是方济各的忠实信徒: 例如为劳拉作画的锡耶纳画派代表人物，西

蒙涅·马蒂尼( Simone Martini) 和彼特拉克的庇护人，一直在教廷担任要职的科隆纳家族。⑦ 把彼特

拉克和方济各精神联系起来的最关键人物是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这位国王本身正是方济各修会

的最大赞助者之一: 他为方济各修会建造了圣嘉勒( S． Chiara) 教堂，还建立一个大型图书馆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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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p. 1．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p. 9．
Giuseppe Mazzotta，“Petrarch＇s Dialogue with Dante”，in Petrarch and Dante: Anti-Dantism，Metaphysics，Tradition． Zygmunt G．
Baranski and Theodore J． Cachey ( eds．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p. 193．
Giuseppe Mazzotta，“Petrarch＇s Dialogue with Dante”，p. 193．
Ｒodney Lokaj，Petrarch＇s Acent of Mount Ventoux，The Familiaris Ⅳ，1，Edizioni Dell＇Ateneo，2006．
P． Francesco Sarri，“La francescanita＇del Petrarca”，in Studi Francecani Anno XIV，Vol． XXV，1928，p. 16．
科隆纳家族一直致力于为方济各修会取得更加巩固的地位。Lokaj，“San Francesco in Petrarca ovvero，verso una semiologia
francescana in Petrarca”，pp. 175 －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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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进行抄写、装饰和保存。① 巴伦强调，当方济各修会“贫困至上”的精神在欧洲中世纪晚期渐

渐赢得上至基督教教会，下至市民阶层平信徒们的认可时，斯多亚思想中对物质世界的摒弃重新获

得了关注，并融入方济各这股基督教的主流思想中。② 例如，国王罗伯特在 1320 年发布的一则协议

中把古罗马作家，如李维、撒路斯提乌斯和瓦莱利乌斯·马克西姆斯所倡导的“清贫”和方济各所倡导

的“福音贫穷”( evangelica paupertas) 并置。③ 身边好友与方济各修会之间的密切联系肯定会对彼特

拉克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巴伦和马佐塔的研究指明了彼特拉克与方济各式“贫穷观”的关系，而萨里和罗凯奇则通过对彼

特拉克家族和交友圈的考察进一步细化了他和圣方济各思想间的联系。基于他们的研究，以方济各

式的解读来 阐 释 彼 特 拉 克 的“贫 穷 观”并 不 是 毫 无 根 据 的，但 我 们 仍 需 要 更 为 具 体 的 语 文 学

( philological) 的证据。
( 二) 彼特拉克文本中的“方济各”意象: 赤裸

彼特拉克的作品中曾多次出现了“赤裸”( nudity) 的意象，而该意象出现时也往往和贫穷主题相联

系。我们必须注意到，圣方济各本人正和这个意象息息相关:“令众人大吃一惊的是，方济各默不作声，

他直接退到主教宫殿的一个房间里，马上又全裸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手里拿着打包好的衣物……”面对

父亲的压迫和暴力，面对主教的严苛劝导，方济各依然决意坚持自己追随上帝之路，他说道:

你们都听清楚了，之前我都称彼特·贝纳多讷( Peter Bernardone) 为我父，但如今我想要侍奉

上帝。因此我要还他这些钱……还有这些衣服，这些都是我从他那里得来的。从今以后，我只

想说一句话:“我的父啊，您就在天上。”④

把衣服和身上仅有的钱都还给父亲不仅标志着方济各和过去的自己完全决裂，也标志着他皈依的胜

利。维托利( Alessandro Vettori) 指出，归还衣服、赤身裸体有着数层决定性意义: 在宗教层面，方济各归

还衣物后赤裸地躲在主教袍子后面，意味着他将容身于基督教; 在心理层面，这意味着他将抛弃尘世的

亲属关系，而将上帝视为自己的父; 更重要的是，其父彼特·贝纳多讷是一名做衣服贸易的富商，方济各

这个举动正表明了他放弃家族事业、财富和自愿贫穷的决心。⑤ 在中世纪，服饰是个人阶层和经济地位

的外在标示，赤身裸体往往代表“贫穷”和没有固定的行业地位。甚至在临终之时，方济各也要求修会

的兄弟替他脱下身上的衣物。⑥ 耶稣生来赤裸，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也衣不蔽体，因此，“赤裸”就是

耶稣受难时的卑微和痛苦的外化表现:“正是方济各本人带来了这个新的思想，那就是，崇敬十字架上

的基督实际上就是崇敬他的赤裸。”⑦

彼特拉克不止一次称赞“赤裸”乃是神圣的: “更高贵的是我们的老前辈们，他们游历世界将真

理带入人心，在饥饿和赤裸中依然欣喜……”( Fam． VI，3 ) 尤其是当他写道: “我脑海中浮现出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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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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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odnei Lokaj，“San Francesco in Petrarca ovvero，verso una semiologia francescana in Petrarca”，pp. 177 － 178．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p. 4．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p. 5．
Jon M． Sweeney ( ed． and trans． ) ，The Complete Francis of Assisi His Life，p. 70．
Alessandro Vettori，Poet of Divine Love，p. 4．
Alessandro Vettori，Poet of Divine Love，p. 8．
Alessandro Vettori，Poet of Divine Love，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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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形象，他们赤身裸体，踽踽独行，忍受着炽热和寒冷，以草根和野果为食。头顶的天空就是他

们的屋顶，大地就是他们的睡床。他们欣喜地从泥泞的河中饮水，行走在艰辛而狭窄的道路上，希望

觅得一个很好的归宿，摒弃所有尘世之累。”( Fam． VII，3) 这些“英雄”不正是鲜活的方济各修士们

的形象吗? 当彼特拉克在使用“赤裸”的意象时，他尤为强调的是: 人之“赤裸”，财物之外在。面对

朋友抱怨贫穷的处境时，他劝道: “难道你不知道你赤裸着走进这个世界，也将赤裸地离开吗?”

( Fam． VI，3) “无法避免的死亡让王国荒废，让财富被抛弃，也让我们像来时赤条条的那样，赤条条

地离开。”( Fam． XXIII，5)

彼特拉克甚至因为异常喜爱《十日谈》中关于葛莉雪达( Griselda) 故事，主动用自己的语言将这

个故事复述了一遍，并把自己的复述写下来献给原作者兼好友薄伽丘。那么，得到彼特拉克如此青

睐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葛莉雪达是一名贫穷人家的女子，她身上具有谦逊、顺从和坚韧的美德，因

被地主老爷瓜迪耶里( Gualtieri) 相中而嫁与他为妻子。然而，婚后的瓜迪耶里却对她毫不信任，处处

试探甚至刁难她。最后瓜迪耶里绝情地将她赶出家门，要另娶新妇。按照彼特拉克的描述，葛莉雪

达离开夫家时，这位年轻的女子依然谦卑地对丈夫说道:

您看，我脱下身上的华服，也还给您这枚结婚戒指。其他的首饰、衣物和装饰我都一并留在

您的卧室，是这些东西让我成为众人嫉妒的箭靶。我赤裸地离开我父亲的家，现在我也赤裸地

回到那里。( Sen． XVII，3)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葛莉雪达嫁给瓜迪耶里并正式踏入他的家门之前，瓜迪耶里吩咐仆人将

未婚妻寒酸的衣物全部剥光，并给她穿上华服，戴上鲜花和皇冠。这正是葛莉雪达归还衣服的原因。

经彼得拉克改写后的葛莉雪达本身就是一位具备方济各式美德的代表人物: 她的贫穷、她身上坚定

的信仰和顺从忍让的美德，还有她毫无怨言地放弃现有的富裕都说明了这一点。她归还衣服，浑身

赤裸的情节更让方济各式美德跃然纸上。因此，彼特拉克在《十日谈》中唯独对这个故事青睐有加并

不是毫无理由的，这恰恰证明了方济各思想在彼特拉克心中的地位。在确定了可以利用方济各精神

来解读彼特拉克作品的可能性后，笔者将在下文详细探讨彼特拉克“贫穷观”和方济各精神之间的密

切联系。

三、彼特拉克的“贫穷观”: 方济各思想下的中庸之道

那么，从方济各思想的角度来剖析彼特拉克的“贫穷观”到底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贫穷”问题

有何意义呢? 本文认为，彼特拉克的“贫穷观”的成型、发展和变化都受到了文艺复兴初期这个特定阶

段的影响。第一，14 世纪是方济各思想的鼎盛时期，它掌控了全局的精神生活。汉斯·巴伦曾指出，从

来没有一个时期像意大利的 14 世纪那样有着如此一致的文化生活———对方济各思想的一致推崇。彼

特拉克正是生于这个时代。第二，彼特拉克思想中的方济各思想体现了他对当时陷入道德危机的天主

教会的关切。他呼吁教会摆脱腐败，重新回到“纯洁”状态。第三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彼特拉克对

方济各“贫穷观”所持有的矛盾态度，恰恰预兆着 15 世纪人文主义者对“贫穷”态度的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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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彼特拉克“贫穷观”的发展

汉斯·巴伦的文章《影响早期人文思想形成的因素: 方济各式贫困和市民财富》是对彼特拉克

“贫穷观”的经典研究。在文章中，巴伦勾勒出彼特拉克“贫穷观”的发展和演变，大约分为三个阶

段。( 1) 对“方济各式贫穷”推崇和追随的中青年时代。这段时间彼特拉克长期隐居于沃克鲁兹乡

村，避开城市生活和宫廷社交，并专心写作和阅读古典作品。( 2 ) 怀疑时期。1341 年彼特拉克回到

意大利罗马接受诗人桂冠后，他开始对方济各思想所推崇的“贫困至上”产生疑惑: “他第一次感受

到，自己身上人文主义者的本性和他所追求的清贫是相互冲突的。”①这些疑惑和彼特拉克自身的生

活际遇不无相关，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被沃克鲁兹以外的世界包围，1343 年，他曾被阿维尼翁教廷许诺

的修道院职位最终被撤回。这份丰厚的职位自然意味着富足的生活，彼特拉克在被拒后十分失望;

1343—1344 年间，他到帕尔玛寻求领主阿佐·达·柯列乔( Azzo da Corregio) 的资助; 1344 年开始，彼特

拉克以牺牲与赞助人科隆纳家族( i Colonna) 的长期关系为代价，支持里恩佐( Cola di Ｒienzo) 的革

命，后者试图结束意大利分裂的政治局面，然而革命最终失败( 1350) 。1348 年，黑死病席卷欧洲，彼

特拉克失去了众多好友和他心中的爱人劳拉，而彼特拉克通过这场瘟疫也意识到人的财富、智识和

远见是如何的脆弱，人的悲惨是如何的毫无止境。②

一方面，彼特拉克意识到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活的安稳; 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财富

同时也是烦恼、甚至道德堕落的重要原因。彼特拉克发现自己数年周旋于各种不同的赞助人之间并

希望得到资助，这反而让他曾经平静的心境越发躁动。③ 这个冲突体现在《秘密》两位主角的争议之

中; 也正是在此时，彼特拉克提出了财富的“中庸之道”( aurea mediocritas) 。但是巴伦指出，要实践

“中庸之道”———同时避免富贵和赤贫———对于当时的彼特拉克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他在年过四旬之

际尚未能够取得两者间的平衡。( 3) 实践“中庸之道”时期。1353 年，彼特拉克因受聘于维斯孔蒂家

族( Visconti) 彻底离开沃克鲁兹并前往米兰。居住在米兰的 8 年内，彼特拉克认为自己取得了赤贫

和奢华生活之间的平衡。财富不仅没有诱发他的贪欲，反而替他免去了内心因为生活不足而产生的

各种忧虑，并使他能够更好地专注于思考:

对于一笔巨款，我会怎么做，我的脑海会想什么，我并不知道。然而直至今天，随着我拥有

的越多，我的欲求越少。我的财富越丰厚，我的生活就越朴素，我的欲望、焦虑和担忧就越小。
( Fam． XIX，16)

最后，彼特拉克表明假如他非得作出选择，“他宁愿选择财富而非赤贫和长期的用度不足，因为

只有那些爱着上帝并能克服人性的人才能忍受赤贫。”④彼特拉克确认了自己身为凡人的需求和弱

点，正如巴伦所说的那样: “彼特拉克新的生活经历最终战胜了那个时代斯多亚—方济各式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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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p. 7．
Letizia A Panizza，“Stoic Psychotherapy in the Middle Ages and Ｒenaissance: Petrarch＇s De remediis”，in Catherine E /Léglu and
Stephen J． Milner ( eds． ) ，The Erotics of Consolation，Desire and Distanc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Palgrave，2008，p. 129．
Francesco Petrarca，Secretum，il mio segreto，a cura di Enrico Fenzi，Mursia，X eidizione，2015，pp. 163 － 165． 下文对《秘密》的

引用( 简称 Secretum) 均自译于该版本，并随文标注书页数，不再另注。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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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①人文主义者需要城市生活和财富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但方济各精神所提倡的贫穷和斯多亚式

的避世显然不能适应新生人文主义者的野心。② 彼特拉克对方济各“贫穷至上”态度的一系列演变

并没有立刻在下一代的人文主义者如薄伽丘身上展现出来，后者依然坚守着当时知识分子对清贫生

活的 推 崇。彼 特 拉 克“贫 穷 观”是 超 前 的，它 预 示 了 15 世 纪 如 波 吉 奥·布 拉 乔 利 尼 ( Poggio
Bracciolini，1380 － 1459) 和马基雅维利( 1469—1527 ) 等人对“贫穷至上”的正面挑战、质疑，甚至

摒弃。

巴伦虽然指明了彼特拉克的前沿性，但值得商榷的是他一直将人文主义思想和“斯多亚 － 方济

各式”的贫穷对立起来，并把彼特拉克离开隐居生活而供职于维斯孔蒂家族的选择看作他对方济各

式贫穷的最终放弃。首先，彼特拉克从来不是方济各式贫穷的严格遵守者( 即便是他隐居的中青年

时代) 。虽然他认为财富会带来忧虑和不安，③但是他从来没宣称过要放弃财产: 甚至在《秘密》中，

彼特拉克还暗示自己由于父亲去世( 1326 ) ，财产都由继母掌管，自己和弟弟不得不受制于她的悲

惨。④ 而且，彼特拉克自己就有着一些非常罕见和名贵的衣物，⑤也有相当的财力来收集古代的手

稿。正因如此，当时有人指责彼特拉克的“虚伪”，⑥认为他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和自我宣称的“清贫”

格格不入。面对一个如此矛盾的彼特拉克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清彼特拉克“贫

穷观”的多面性: 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宗教，还糅合了政治、文化和早期人文主义者对“自我”的

定义。

( 二) 彼特拉克“贫穷观”的多面性

彼特拉克对清贫的追求是他践行沉思生活( vita contemplative) 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意味着远离

物质的诱惑和困扰而专注于灵魂的思考。沉思生活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哲学理念和宗教思想的结合

物: 一方面源于西塞罗和塞内卡等人的斯多亚精神，另一方面源于 13—14 世纪纯洁派( Catharism) 、

瓦勒度派( Waldensianism) 、方济各分支的严修派和贝居安修会 ( Beguines) 的影响。因此，布兰恰

( W． Scott Blanchard) 指出彼特拉克对贫穷生活的态度是多面性的，他的思想中透露出方济各严修派

的影响，但可能忌讳于教皇的压制而不敢直白表露。⑦ 而且，彼特拉克对清贫的主张背后往往有着自

己的文化、政治诉求。首先，它可能是彼特拉克使“修道生活变得世俗化”⑧的行为。彼特拉克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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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p. 10．
Hans Baron，“Franciscan Poverty and Civic Wealth as Factors in the Ｒise of Humanistic Thought”，p. 29．
例如彼特拉克曾在《日常书信集》( Les famiriles，简称 Fam． ) 中写道:“守护着丰厚的财产简直就是恶”( Fam． VI，3) ”; “假

如你再看仔细点，你会发现最悲惨的结局就是拥有财富。”( Fam． III，14)

《秘密》第二卷中，当奥古斯丁问是什么让弗朗切斯科如此痛苦，他回答道:“你还不知道命运那继母般的残酷吧，仅在一日

内，她就用她无边的暴力击溃我和我所有的希望，毁掉我的财物、家庭和房屋。”彼特拉克所指何事，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解

释，其中受到认可的一种解释是，彼特拉克父亲于 1326 年去世，父亲去世后，财产都由继母来继承，而彼特拉克和弟弟不得

不听从继母的摆布和控制。可以参见芬奇所翻译和注解的《秘密》，Francesco Petrarca，Secretum，il mio segreto，a cura di
Enrico Fenzi，Mursia，X eidizione，2015，p. 350．
Secretum: 350． 在《日常书信集》卷 XIII，第 8 封信中，彼特拉克承认自己拥有非常华贵而罕见的衣裳，因为他想要在其他人面

前更加亮眼，但他同时强调说自己不再穿这些衣服，而穿得像一个农民或者牧人。年代考证认为这封信写于 1352 年，参见

Antognini，Il progetto autobiografico delle familiars di Petrarca，p. 210． 那时彼特拉克已经接近 50 岁了。
在彼特拉克《驳斥医师》( Contra medicum) 的第四卷中描述了有人对他选择隐居乡村生活的质疑，他本人也对此做了回应:

他认为只有远离大众的乡村生活使得人能够独处( solitude) ，这是进行思考并保持自由思想的重要条件。
W． Scott Blanchard，“Petrarch and the Genealogy of Ascetic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 62，p. 423．
Giles Constable，“Petrarch and Monasticism”，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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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进入修道院的想法，但一辈子却始终没有践行，他并不希望完全和外界隔离，过着一种彻底的避世

的生活。① 因此，彼特拉克的隐居是有针对性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对待世界的策略，布兰恰将此描述

为“向文本的逃逸”( a flight into the text) 。② 但向文本的逃逸所导致的结果是矛盾的: 逃逸最终不是

为了避开世界，而是为了更多地参与世界。同样地，沉思生活最终导向的不是个人的“超脱”，而是更

好地回到世界:“从世俗的活动中逃逸可使文学活动和集中思考、讨论和研究变得更有可能，这些都

是挑战权威的整体架构的必要条件。”③例如，彼特拉克在《无名之书》( Liber sine nomine) 利用圣方济

各“自愿贫困”来抨击阿维尼翁教廷的腐败，将其比喻为堕落的巴比伦，并以此支持里恩佐的改革。④

无论是对教廷的直白反对还是对里恩佐的大胆支持，都说明了彼特拉克的“贫穷观”与自己所处时代

的政治与宗教事件息息相关，是他挑战权威的精神武器。

其次，彼特拉克对“清贫”的追求和他与权威人物的交往并受到资助⑤其实并不矛盾，两者是“追

求自主”这个硬币的两面。文艺复兴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实际上远远无法获得自主，他们必须依

附于不同的领主、宫廷和教会，例如彼特拉克曾表达过对科隆纳家族公务的厌倦( 虽然科隆纳好几

位家族成员是彼特拉克的深交) 。然而只有找到资助，彼特拉克的经济来源才有保障，他才能自

主、自由地进行写作。此时彼特拉克的“贫穷”和莫拉笔下“令人羞耻”的贫困已经大相径庭了: 后

者认为贫穷让人失去自主，但彼特拉克恰恰通过自愿贫穷来获得作为知识分子的自主。中庸之道

视野下的贫穷通过尽可能地减少对物质和权力的欲求甚至放弃来获得自由。即便寄身于维斯孔

蒂家族之下，彼特拉克依然强调自己在他们的赞助下过着一种完全自主的生活: “在我的思想中，

我不属于任何人……我灵魂中较好的部分是自由的，即便出于某些良好的因素没有追求自由，它

也是惧怕和反对压迫的。”⑥而且，通过尽量地远离财富的诱惑，或者尽量地让自己轻视财富，他才

能从物质的桎梏中脱离出来，实现个人的自主。总而言之，接受资助是为了不陷入赤贫而失去自

由，而追随清贫是为了避免陷入物质陷阱而失去自由，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将方济

各式修士实践的“贫穷观”完全套用在彼特拉克身上。方济各思想对彼特拉克而言更多的是一种

精神上的启发。

方济各思想的“贫穷至上”对彼特拉克的影响尤其体现在他的拉丁语著作《秘密》的第 2 卷中。

该卷很大部分的争论点在于人是否应该积攒财富，然而对话者弗朗切斯科和圣奥古斯丁对“贫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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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彼特拉克在《日常书信集》卷十第 3—5 封( Editrice Antenove，1980) 给弟弟杰拉多( Gherardo) 的信中表明自己对弟弟成为嘉

都西会僧侣的赞赏和羡慕。他把自己比喻为在海上承受着风暴折磨的人，而杰拉多是已经成功返回港口的幸福的人。然

而他也对弟弟指出世俗之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诗歌之于宗教的重要性，以此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世俗诗人的意义。参见

Francesco Petrarca，Le familiari，traduzione e cura di Ugo Dotti，collaborazione di Felicita Audisio，Libri VI—X ( 2007) ，X －3，4，

5，pp. 1370 － 1449．
W． Scott Blanchard，“Petrarch and the Genealogy of Asceticism”，p. 406．
W． Scott Blanchard，“Petrarch and the Genealogy of Asceticism”，p. 406．
《无名之书》是彼特拉克用拉丁语写成的十九封书信的合集，主要是抨击当时的阿维尼翁教廷，这些书信因为政治的敏感并

没有被列入彼特拉克的《日常书信集》中，而是单独成册并被冠以“无名”。Francesco Petrarca，Sine nominee，lettera polemiche
e politiche，Laterza，1973．
彼特拉克从二十多岁起( 1326 年) 就受到科隆纳家族的资助，让他在父亲去世、遗产被继母夺走之后能够进行文学的学习和

收集手稿。1343—1344 年，他受到帕尔玛( Parma) 领主阿佐·达·柯列乔( Azzo da Corregio) 的资助，在帕尔玛建造了一座房

子以便他可以过上类似沃克鲁兹时期的隐居生活。1353 年之后，他又受到维斯孔蒂家族( Visconti) 的资助前往意大利米

兰，并在米兰生活。
引自 W． Scott Blanchard，“Petrarch and the Genealogy of Asceticism”，p.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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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均不是非黑即白，弗朗切斯科指出财产可以减少陷入赤贫的忧虑，却带来了其他因为贪欲产生

的忧虑; 圣奥古斯丁认为贫穷是最好的美德，但方济各式的赤贫状态的确有违人性。他们摇摆的态

度恰恰反映了长期笼罩着方济各修会的一个难题: 何种才是圣方济各所提倡的贫穷生活? 这些分歧

和冲突在圣方济各去世以后迅速加温，使得修会分裂成不同的分支。

中世纪的教父对于“财产”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最突出的便是圣奥古斯丁的“使用”( uti) 和“安

享”( frui) 之分。① 尘世的物质只能被“使用”，真正的财富唯有在天国才能“安享”; 相反，“安享”尘

世之物只会让人偏离正道。在奥古斯丁的论证中，个人财产并非“自然”，而是人类堕落之后才被引

入的，堕落之前人对财产的概念并无“你的”或者“我的”之分。因此，财产的本质就是一种“恶”。②

属于多明我修会的圣托马斯虽然没有强调财产的“非天然”，但他强调对财产的合理、正当的占有和

使用。在面对因贫穷和贫富差距所激化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穷人偷盗问题中，托马斯坚持“如果受助

之人的需求明显而紧急，如果穷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机会获得帮助，那么拒绝伸出援助之手的行为

将被视为重罪”。③ 也就是说，富人对个人财产的“排他性”不能对抗穷人存在紧急需求的情况，例如

为了维持生命而偷盗。富人应当乐于施舍，彻底改变内心对有可能侵害自己财产利益的穷人的厌

恶，营造人与人之间关爱的友善关系。④

传统教廷规定则认为修道院僧侣并无个人财产，他们的生活和居住都依赖于修道院的公共财

产; 而在俗教士们的收入则来自教会。然而，方济各修会不仅要求个人的贫困和不保有财产，而且要

求整个修会也必须如此。但随着方济各修会的发展，不少成员已经不再居无定所，也拥有房产或者

一定物资。此时，方济各修会发现自己在践行贫穷生活时不得不面对财产的“使用问题”。天主教会

也积极地协调方济各修会内部的纷争: 例如，教皇格里高利九世( Gregory IV) 于 1230 年首次提出了

“使用”( usus) 和“占有”( dominium) 的区分。他强调方济各修会的兄弟享有对“物”的使用权，但他

们本身并不占有财产，也就是他们并没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英诺森四世( Innocent IV) 则

强调，方济各修会所“使用”的财产的“所有权”归于教廷。

关于财产问题最关键的人物是方济各会会长圣博纳文图，他在专著《为穷人之辩》( Apologia
pauperum) 中提出了详细的“四分法”: 财产权、占有权、用益权和基本使用权( proprietas，possessio，

ususfructus，simplex usus) 。⑤“基本使用权”指的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生活之需而对“物”的使用，为尘

世之人所必需。⑥ 圣博纳文图特别指出，按照会规方济各修会的成员必须放弃所有权( dominium) ，也

就是前三种分类，类似于当时法学家所解释的，是一种“对物的所有权利”( ius in re) 。但成员是被允

许作“基本使用”的:

由于对世俗之物的使用为尘世生活所必需，因此福音贫困要求的是放弃世俗之物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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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见奥古斯丁: 《论基督教教义》，转引自奥古斯丁著，石敏敏译:《论灵魂及其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
17 页。
D． J MacQueen，“St． Augustine＇s Concept of Property Ownership”，Ｒecherches Augustiniennes，Vol. 8，1972，p. 221; Herbert A．
Deane，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St． Augusti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p. 39．
惠慧:《偷盗与友爱———托马斯·阿奎那的财产观念》，第 161 页。
惠慧:《偷盗与友爱———托马斯·阿奎那的财产观念》，第 163 页。
Bonaventura，Apologia pauperum，in Opera omnia，11 vols，ex typographia Collegii S． Bonaventurae，Vol． III，1898，pp. 233 － 330．
Bonaventura，Apologia pauperum，p.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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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产权，而不是要求放弃对它们的使用。然而遵循保罗给弟茂德给的劝告，我们应该节制“使

用”。也就是，有食果腹，有衣保暖，我们就该满足了。①

但由于没有所有权，他们不允许对自己使用的“物”进行交易或者借出。正如孩子可以使用父亲的物

品那样，他们被允许使用教会的物品。然而，方济各会比较激进的一派，以奥利维( Pietro di Giovanni
Olivi) 为代表的严修派( Spirituals) 则坚决反对圣博纳文图的“基本使用”原则。该派别坚持“赤贫使

用”( usus pauper) ，指的是一种绝对的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或绝对的隐居修行生活。他们不允许自

己处于“有物可用”的任何一丝安定之中，而且奥利维还强调“赤贫使用”本来就是圣方济各会规的

一部分。然而“基本使用”和“赤贫使用”之间本来的界限就非常模糊。奥利维的强调加剧了修会内

部的分裂，也让何为圣方济各最初提出的、真正的贫穷生活变得更加难以把握。②

本文将指出，方济各内部的争议，尤其圣博纳文图的财产“四分法”在《秘密》中的争论有所体

现。书中的弗朗切斯科所提出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吴功青的研究指出，

奥古斯丁虽然指责弗朗切斯科错误地“将‘利用’的对象当作‘安享’的对象来看待”③，但弗朗切斯科

则感觉到:“奥古斯丁口口声声宣扬‘使用’和‘安享’的区分，主张安享上帝而使用被造物，但由于他

对安享上帝的强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人‘使用’被造物的空间也所剩无几。”④弗朗切斯科

和圣人所争论的，正是对财产的“使用”程度，因此方济各会长圣博纳文图的四分法“财产、占有、使
用和基本使用”更能准确地反映出两人的争论点。弗朗切斯科的生活方式更倾向于圣博纳文图四分

法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既不放弃财产的使用，也不放弃财产所带来的舒适: “我惧怕漫长人生中处

处的陷阱; 我未雨绸缪，早早就准备书和食物”; 然而，他本人并不注重对财产的“占有”和“积累”:

“我虽把对诗歌谬斯对热情和对俗事的关切结合起来，但是我是用一种散漫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这

就足以证明我本身对这些俗事是毫无热情的。”( Secretum: 157)

奥古斯丁则提出了一种更类似于方济各灵修派的“赤贫使用”的方式，把生活所需降到极致谦卑

的程度，他引用维吉尔的诗句劝道:“当这位诗人写下‘这里土地如此贫瘠，我仅能以草根果腹，以坚

果充饥’时，他脑海里想的肯定是人的一般需求和说话者的内心状态。”( Secretum: 157 ) 此时奥古斯

丁的态度更加激进，将以草根和坚果果腹看作人的一般需求而放弃对一切财产的使用，这几乎就是

奥利维的赤贫主张。然而，面对彼特拉克所提出的如何解决老年贫困的难题时，奥古斯丁不得不摒

弃他之前“赤贫使用”的说法而说道:“我并不推崇那套人生法则，所谓的‘人生应仅以河水解渴，谷

物充饥即可’。这条法则对于凡人而言，未免过于沉重，叫人劳累不堪，你们应该很不喜欢。因此，为

了约束你身上的罪孽，我并不建议违背人性，只要对它加以制约即可。”( Secretum: 161 ) 更令读者惊

讶的是，当弗朗切斯科谈及帕纳索斯“两座山峰”的观点，把精神和物质的富足并置时，奥古斯丁居然

同意了他的说法。然而他希望弗朗切斯科可以节制对财富的欲望，把对物质的欲求置于道德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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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Bonaventura，Apologia pauperum，p. 241．
David Burr，Olivi and Franciscan Poverty: The Origin of the“Usus Pauper”Controversy，University of Pennstlvania Press，1989，

p. 74．
吴功青:《彼特拉克〈秘密〉中的上帝与自我》，《哲学动态》2018 年第 2 期，第 68 页。
吴功青:《彼特拉克〈秘密〉中的上帝与自我》，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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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① 这说明，彼特拉克笔下的奥古斯丁并非绝对地反对财富本身，他反对的是无节制的欲望，这

和历史中真实的、认为财产本质是“恶”的奥古斯丁有所区别。

奥古斯丁态度的暧昧和闪烁反映了他对贫穷生活定义的模糊。彼特拉克由此将方济各内部的

争议转化为自己内心的争议，并通过对话争辩的方式体现出来。从彼特拉克的文本分析看出，他对

“贫穷至上”这一准则的态度十分复杂。他部分承认物质追求的合法性，也就是他并不追求像托钵僧

以行乞为生的贫穷。一方面，彼特拉克不愿意放弃财产带来的舒适生活，他尤其不愿意自己在老年

时堕入赤贫的困境。另一方面，彼特拉克把耶稣的“使徒生活”看作榜样，一直践行着清贫的生活方

式，在服饰、饮食和居住方面都不求精致，十分粗糙。他也通过保持清贫的生活方式来远离物质、权
力的诱惑，以保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自由。

( 三) 彼特拉克“贫穷观”和命运的关系

方济各精神虽然对彼特拉克影响至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它无法处理或者并未涉及的问题: 命

运。这是作为自由个体的彼特拉克所提出的新问题，而自由的个体正是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

开始给自己定义的身份。② 当《秘密》中的弗朗切斯科和奥古斯丁讨论“贫穷”时，一个问题被频繁地

提起: 如何避免命运带来的赤贫和不安的生活? 人应该为了避免贫困的窘迫而去积累一定的财富

吗? 适度享受财产带来的舒适和保障是否违反“效法基督”的生活准则? 最重要的是，假如是命运让

他陷入贫困，他是否应该忍耐贫苦，而不去积累任何财富? 弗朗切斯科认为这是被允许的，然而奥古

斯丁却认为这是错误的。后者并不主张刻意地让自己陷入赤贫。然而，倘若命运要使你忍受贫困，

那你就应该忍受它。弗朗切斯科想要避免的正是命运可能带来的厄运。因此，问题最终并不在于对

财富不适度的欲求，而是在于命运的无常。方济各精神显然没有对如何避免命运带来的不安和贫穷

作出回答，灵修派甚至渴求这种不安，并认为这才是圣方济各的原意。

此时，彼特拉克笔下的奥古斯丁给出了一个非常斯多亚式的回答: 战胜激情。他说道: “放弃欲

求那不可能的事情吧，安安心心地做人，学会忍耐富足或者贫乏，学会命令和服从。”( Secretum: 165)

然而，彼特拉克并不是但丁，后者把命运所带来的流放和赤贫视为自己作为先知诗人和神的诗人的

见证与磨练。彼特拉克发现自己不可能绕开命运及其无常，也无法用斯多亚式的理智或者宗教的虔

诚来达到一种“超脱”的姿态:“我对未来是如此的不确定，我的灵魂是如此的不安，以至于我无法从

命运的赠礼中感受到丝毫喜悦。”( Secretum: 189 ) 这就是特林考斯所说的“命运，至少从人对它的最

初体验和理解看来，是独立于上帝而发生作用的”。③ 在彼特拉克看来，“贫穷”问题不再单纯地与财

富、享乐和贪婪相关，而成为命运之轮所碾压人类的其中一种方式，而方济各式的“自愿贫穷”却恰好

避开了“命运”所提出的难题: 在命运有可能剥夺财富之前，方济各已经自愿放弃它了。

老年的彼特拉克在处理“贫穷”的问题时曾引用塞内卡的话: “我并不认为财富是一样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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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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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切斯科在《秘密》中分别用阿波罗和巴库斯代表精神和物质: “古时的诗人把帕纳索斯( Parnaso) 的双峰比喻为两位神

明不是毫无道理的。一座献给阿波罗———他们口中的智慧之神———以求得到精神上的引导; 另一座献给酒神巴库斯，以求

得物质上的富足。”( Secretum: 163)

这点在但丁的《神曲·天国篇》的第 26 歌中早有预兆。意大利但丁学者安东聂利( Ｒoberto Antonelli) 指出，但丁将自己定义

为“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使得他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参见 Ｒoberto Antonelli，Dante e le origini
dell＇intellettuale moderno，Bagatto，2011，p. 156．
Charles Trinkaus，In Our Image and Likeness: 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Italian Humanist Thought，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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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但我得承认我们必须拥有某些财富。它非常有用，并且能给生活带来舒适。”( Sen． II，2) 在承

认对财产的“拥有”和“使用”的正当性后，他接下来以教皇格里高利、圣安布罗修斯、教皇希尔维斯

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维吉尔等名人为例，试图说明他们的伟大并没有因为拥有或者接受 /使用

财富而受损( Sen． II，2) 。沃特金斯( Ｒenee Neu Watkins) 的研究指出，彼特拉克搬到米兰后虽然享受

着维斯孔蒂家族的便利，但继续践行着接近于“苦修”生活:

你是了解我的饮食和睡眠习惯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放任自我; 相反，我日渐减少这

两者的需求以至于我都不能再削减什么了。简而言之，我所拥有财富既没有将节俭从我的餐桌

上赶走，也没有将懒觉带入我的卧室。( Fam． XIX，16)

虽然很难维持沃克鲁兹简单的生活方式，但彼特拉克仍选择:

居住在远离米兰市中心的地方，而选择在圣安波罗修教堂附近，并避开人群、拜访者和宫廷

社交。夏季他就在离城市三英里远，位于一座嘉都西( Carthusian) ①修道院旁的别墅中度过。他

自己也参加修道院的一些日课。②

沃特金斯让我们看到了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着“贫穷”生活和自我独立性的彼特拉克，而非像巴

伦说的那样，彼特拉克的生活际遇战胜了他内心的斯多亚 － 方济各信仰。彼特拉克让自己尽可能

地接近僧侣的隐居生活，远离财富和力量的纷扰，但与此同时他并不放弃服务于维斯孔蒂: 这正是

他对自己“市民 － 独立知识分子”身份的坚持。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政治身份

可以影响到自己对“贫穷”的追求，因为后者无论在实践层面或精神层面都已经被彼特拉克“自主”

地认可了。

彼特拉克的这个身份糅合了基督教的苦修传统、古典文化复兴中的斯多亚主义和随着市民文化

兴起的人文主义者对“自由”的诉求，这是一种“自我异化”的知识分子。③ 这些复杂的思想在彼特拉

克的“贫穷观”中微妙地被结合起来: 已经不再年轻的彼特拉克对方济各式的“贫困”与其说是放弃，

不如说是一种折中的、精神上的追求，是一种融合了“中庸之道”和强烈命运意识的“精神贫困”。除

了薄伽丘，后来者如萨鲁达迪( Colluccio Salutati) 、马勒西里( Luigi Marsili) 和达勒·切勒( Giovanni
dalle Celle) 都受到彼特拉克的影响，践行着一种介于基督教苦修和公共生活的中间道路。不可忽视

的是，经济( 取得教职或者赞助) 、权力( 桂冠的荣耀) 和政治( 支持罗马改革) 三个因素同样对彼特拉

克的“贫穷观”产生巨大影响; 这三者与方济各思想相互抗衡，在中年时期的彼特拉克心中掀起了阵

阵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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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都西会是一个群居的隐修会，很少与外界接触，也不派遣任何传教士。彼特拉克的弟弟杰拉多加入的正是这个修会。一

旦加入修会，僧侣们几乎不得外出。
Ｒenee Neu Watkins，“Petrarch and the Black Death: From Fear to Monuments”，Studies in the Ｒenaissance，Vol. 19，1972，

p. 214．
W． Scott Blanchard，“Petrarch and the Genealogy of Asceticism”，p.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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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彼特拉克在自己青年、中年和老年时代对方济各“自愿贫穷”所展示的复杂态度和多面性恰好是

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中，贫穷的宗教意义不断剥落，而经济、社会阶层意义被不断强化的过程在

个体身上的投影。生于圣方济各思想全面胜利时代的彼特拉克，其心中对“贫穷”的看法自然为赞同

和追随; 但这种大力推崇背后也充满了彼特拉克的质疑: 在尝试到世俗的荣誉后，彼特拉克不断思

考，有德的生活是否一定要将自己置于赤贫的生活状态。在巴伦的笔下，彼特拉克被刻画成人文主

义者的“前锋”: 他的思想总是走在当代人的前面，而他对方济各式“贫困”所产生的疑惑和内心的痛

苦预兆了 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对“贫困至上”主张的驳斥甚至颠覆。因此，彼特拉克对方济各式

“贫困”的矛盾和他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实际上是方兴未艾的市民经济与鼎盛时期的方济各思想

之间的最初直接碰撞。而到了 15、16 世纪，前者的力量已经远超越后者，在享受着富裕共和国经济

的人文主义者们身上再也没有彼特拉克如此尖锐的冲突。他们已经抛弃了方济各式“贫穷至上”的

理念，明确享受财产和物质欢愉的正当性。

但方济各式“贫困”于彼特拉克个人而言，也有其特殊性。方济各所主张“自愿贫穷”无法解决

彼特拉克最为关心的命运问题: 生活的无常所带来的不安和焦虑。换言之，方济各精神无法填补彼

特拉克所发现的、在“神意”和“命运”之间的空隙。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老年的彼特拉克并没有如

巴伦所指的那样放弃了方济各式的贫困精神; 相反，他利用“中庸之道”来解决方济各思想所没有涉

及的命运问题: 自从青年时代以后，他一直维持适度的节俭生活: 布衣蔬食，尽可能地远离喧嚣，但不

至于让自己陷入赤贫和窘迫。这可能是方济各生活方式在人文主义市民生活层面上所能得到的一

种最好的结果。

［本文作者钟碧莉，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博士后。］

( 责任编辑: 吕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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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turned out to be a shaping forc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edieval Christendom．

Xie Fengzhai，The Intervention of Private Legal Power and the Urbanis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dieval society is that the lands of the kingdom were

enfeoffed to nobles，resulting in the segmentation of the unified power of the king and further leading to

the fragmentation and privatisation of state legal power． In fact，the urbanis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was connected to the privatisation of legal power． Taking England as an example，the urbanis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was mainly related to small and micro urbanisation and the number of small and micro

towns was particularly large， so that it appeared to be a phenomenon of ‘overheating’ or

‘supernormal’． Why did this happe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sation，there was no limit for the

number of private towns which were built by local lords using their private legal power． Therefore，the

urbanis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not only was attribu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 of

commercialisation，but also was resulted by private legal power of the lords．

Zhong Bili，The Evolution of Petrarch＇s View on Poverty

This article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views on poverty in Italy during the early Ｒenaissance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Petrarch． Petrarch is one of the earliest humanists and his thoughts were of multi-

dimensions．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his thoughts were combined with Christian theology and

Classicism． It is undoubted that Petrarch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scholars like Virgil，Cicero，Seneca

and St． Augustine． Numerous works have studied on such relevance． Apart from the scholars mentioned

above，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Petrarch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theological thoughts of Francesco

D＇Assisi． More specifically，the Franciscan＇s view regarding pover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trarch ＇s view on poverty． However，the scholars studying Petrarch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such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etrarch＇s view on poverty，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of poverty，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verty Movement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groups of Mendicant from the 12th century to the 15th century，demonstrating the

inspiration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Franciscan＇s view on poverty for early human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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